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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云

最初，《三字经》的作者只写到他
生活的南宋，也就是“有宋世，一同
灭”这一句。随着历史发展，朝代更
替，后人不断补充，一直写到“十二
世，清祚终”，续写了元明清三史。

《三字经》仅以312字，大约占了
《三字经》三分之一的篇幅，就把中国
五千年的历史都讲到了，不仅讲得
全，而且讲得准。犹如画家的速写，寥
寥几笔，每一个朝代，如在眼前。堪称

“考实录”“通古今”的典范，令人叹为
观止。

这部袖珍通史，提炼优化了朝代
故事和记忆韵律，让孩子们在反复朗
读中，沉浸其中，强化记忆。笔者是一
个文科生，且历经数次高考，按理强
化复习历史多年，可到现在，连中国
历史上哪朝接哪代、每一朝代有几个
皇帝、又有多少年的历史，很难一口
气讲出来。有时涉及魏晋南北朝、五
代十国、五胡乱华等内容，难免张冠
李戴、讲不清楚。假如小时候背过《三
字经》，就能脱口而出：“宋齐继，梁陈
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
宇文周，与高齐。”脉络清楚，乱不了。

《三字经》给出了中国朝代的时
序和地基轮廓。对我们来说，接下来，
需要做什么？《三字经》同样给出的一
个通识要求，即“考世系”“知终始”。

考世系，就是对历代帝王家族传承的
谱系，做到有个清晰地了解；知终始，
就是对各个朝代的开始与结束、盛衰
与兴亡，有个清醒的认知。正可谓“读
史使人明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古人读史的态度还在深刻地影
响着今天的人们。

那么，怎么做才算是“考”世系？
学到什么程度，才算“知”终始呢？《三
字经》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引导：

读史者，考实录。
通古今，若亲目。

《三字经》作者的建议是“考实
录”。阅读史书，一定要考察历朝编写
的“实录”，这样去了解古往今来发生
的事情，就会像亲眼看见一样。

什么样的史书才算“实录”？有两
种。一种是记录真实情况的纪传体史
书，一种是专门记录某一皇帝统治时
期大事的编年体史书。具体读哪些史
书，通行的《三字经》版本没有具体罗
列，但章太炎的修订版作了这样的增
补，不妨参考一下：

凡正史，廿四部，
益以清，成廿五。
史虽繁，读有次，
史记一，汉书二，
后汉三，国志四，
此四史，最精致。
先四史，兼证经，
参通鉴，约而精。

历代事，全在兹，
载治乱，知兴衰。

《三字经》产生于南宋，当时只有
十七部正史，最初的宋版只有“十七
史”，后来随着逐步的增补，有了从

《史记》到《明史》的“廿二史”与“廿四
史”的说法。

章太炎增补“益以清，成廿五”的
内容，是说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加
上《清史稿》，是当今的人们应该读的
二十五史。章太炎增补版《三字经》还
提到了《资治通鉴》。清代另一位学者
钱大昕也说过：“读十七史，不可不兼
读《通鉴》。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
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从孩子一生的成长来看，学习历
史知识，远比历史分数本身重要得
多。但中国古代史籍浩瀚如海，通读
不太现实，所以，清版《三字经》主张

“读有次”，也就是从四部经典开始，
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这是写得最好的纪传体史书，再
怎么简略也不能简略这四部。通过对
古代史的学习，达到“通古今，若亲
目”的境界。在笔者看来，这哪是看看
历史故事书、听听成语故事、背背唐
诗宋词就能实现的呢？如果带上这样
的知识，再去抵达每一个历史的现
场，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该会
有怎样的共鸣和感叹！

（《北京晚报》）

《三字经》藏着一部袖珍版中国通史

明清两朝夏县“知县文化”初探

□王明辉

古代人到底能活到多大岁数？有的人说
50岁、60岁，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平均寿命只有
30多岁。除了大量的小孩死于未成年，拉低了
平均寿命外，繁重的劳作、社会动荡是罪魁祸
首。那时候，40岁～50岁已经属于高龄了，所
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章回小说里说古代人经常“身高八尺”，即
使以汉尺一尺 23 厘米计算，八尺也是非常高
了，这是真的吗？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古代人的身高其实跟
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异，北方地区男性平均身高
一般在165厘米～170厘米之间，当然也有少量
的比如山东大汶口偏高一点，这是少量个体。
女性一般来说在155厘米～160厘米之间。

除此之外，还有病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是
不是古代人没有癌症，生活幸福指数比较高”。
但其实我们发现，现代人身上的疾病在古代人
身上也都有，只是当时因为年龄问题有些还没
有开始发作或者不太明显。

同时我们在一些可观察到的骨骼上发现了
大量的像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的情
况，甚至包括心脏病、三高、肠道寄生虫等疾病。

死亡在以往考古中判断是最难的。这人到
底具体是怎么死的，绝大多数个体上是无法找
到的，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科技手段判断。在
安阳殷墟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酒器，
推测可能是使用青铜酒器饮酒时，青铜器里面
的铅过量析出，人饮用这样的酒可能造成慢性
铅中毒，导致死亡。

大量的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发现，证明中华
文化是独立起源的、未曾中断的文明，同时也是
多元的文明，既存在中国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也
存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为我所用的多元性。
中华文明正是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因素，并不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发展壮大的。

（《北京青年报》）

科技考古与人的生老病死

□刘中才

古人把研学称之为“游学”，兼有“游玩”和
“学习”两层含义，游学最早始于至圣先师孔子。

游学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孔子已经
作出回答。《论语·里仁》中记录过孔子关于游学
的言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
以为士矣。”意思是说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
通过游学四方增长个人见识，实现自己远大的
理想和抱负。

孔子认为游学之利是不言而喻的，边学习
边游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看到了自己的
不足，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既实现了“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美好夙愿，又增加了
人生阅历，提升了修养境界，这样的好处何尝不
是今人所愿。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
概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孔子意识到游学的好处后，经常带领
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通过学习各国所长，开阔
视野，增进学识，历朝历代许多文人雅士偏爱游
山玩水无一不是受教于孔子。

游学的好处之二便是推销自己，为日后“找
工作”打下基础，这跟现代人出国镀金略微相
似。在古代，凡饱读诗书者，就算怀才不遇，也可
以谋得一官半职，起码不会干苦工、做苦力。古
人“游学”后，无形之中会增加一个耀眼的光环，
身价也会不同程度地翻倍，并为走上仕途打下
坚实基础。古代的统治阶级一般认为，凡能外出
游学者，都曾有过雄心抱负，都不同程度地吸收
了各国的治国之策和为人之道，因而会对他们
高看一眼。 （《现代家庭报》）

古人也爱研学游

□李恩虎

乾隆二十八年，解州直隶州知
州言如泗、夏县知县李遵唐分别为

《乾隆解州夏县志》作序。该书目录
分为16卷：卷之一简介夏县的沿革
与疆域。卷之二为山川、风俗与物
产。卷之三为城池、坛庙与公署。
卷之四为学校、田赋、户口、仓储与
兵防。卷之五为职官与宦绩（为官
的政绩）。卷之六、七为选举，卷之
八、九为人物，卷之十为烈女，卷之
十一为古迹与祥异，卷之十二到十
五皆为艺文，卷之十六为杂记。

我对卷之五颇感兴趣，其没有
记载隋朝以前的县官，唐宋两朝较
少，各为 4 人与 6 人，金朝仅提及 1
人王庭直，元朝也有 7 人载入。明
朝设知县一人，县丞、主簿、典史各
一，另有训导、教谕各一（清朝沿袭
明制，取消主簿），县志分别记载了
他们的籍贯、功名和任职年份。

我一一浏览这些县官的概况，
颇有几分亲切感，“今人不见古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其实，这些

“父母官”与我们头顶同一片蓝天，
脚踩同一方热土，这也算是冥冥之
中的一种缘分吧。

掐指一算，有明一代，计有夏县
知县 63 位，编修《夏县志》时，清代
一共有 33 位知县。对这个知县群
体，我觉得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知
县文化”予以探究。

首先我注意到，这些知县来自
全国各地，彼时交通落后，路况较
差，鞍马劳顿，千里迢迢，耗时费力，
那古代为何要异地为官，跨省任职
呢？

这种为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

秦朝，其绵延千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回避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因此“为功名走遍天涯路”是古代官宦
生涯的真实写照，从他们步入仕途起，
基本就注定了要离开故土，在不同的
地方辗转奔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为
防止官员结党营私，规定了地方首长
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
制，也即所谓的“仕宦避本籍”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家族
宗法制社会，家族极易形成强大的地
方自治，从而对中央构成威胁，为了防
止家族势力垄断地方权力，封建王朝
实行异地为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
次，身为外地人初来乍到，人地两生，
可以放开手脚做事，没有后顾之忧，从
而尽可能地把朝廷的政策贯彻下去。

再次，这些知县的出身，成分比较
复杂，举人多于进士，还有贡生。彼时
成绩优异的秀才可入京师国子监读
书，称为“贡生”，意为以人才贡献给皇
帝。

按正常途径，有进士资格才能做
知县。但是，考取进士太难，自古有

“五十少进士”之说，实乃“天下第一
考”。清朝一共进行112次会式，登记
的进士有26849 人，平均每年只录取
100 多人，许多州县几十年都出不了
一个进士。即便是举人的录取率也很
低，选拔举人的乡试三年一次，直隶省
每三年只录取120人，有些省份则更
少，而全国的府、州、县该需要多少官
吏呀，如果只靠进士填补空缺根本无
法满足需要，因此明清两代，担任知县
的主力军还是举人，明代大清官海瑞
就是举人出身。彼时举人也相当稀
少，物以稀为贵，因此，举人在封建社
会的含金量相当高，不仅全家可以减
免赋税劳役，本人上堂见县官、知府不

用跪拜，且不用受刑，还始终保留着候
选官员的资格，无怪乎吴敬梓笔下的
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乐极生悲。

职官后特设“宦绩”一节，记述知
县们在任期内的政绩，不过寥寥数语，
那也是对能官廉吏的肯定和褒扬，也
是对预备官员们的告诫与激励——做
一个好官，就能青史留名，在县志里郑
重其事地给写上一笔。

在此，特别要提到金朝时的县令
王庭直，其“宦绩”记载如下：“王庭直：
寿春人，皇统八年为夏县县令，文学政
事，蔚有可观，当谒温公墓，感杏蟠龟
趺之异出碑土中，摹刻嵌壁间，祀名
宦。”这正是司马温公祠里著名的“杏
花碑”的来历：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
逝，宋哲宗赐写温公神道碑额“忠清粹
德之碑”，苏轼撰写碑文。公元 1093
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受章
惇蛊惑，遂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砸
毁所赐之碑。半个世纪后，夏县县令
王庭直拜谒温公墓，在墓侧一株老杏
树下发现被毁的“忠清粹德碑”残石，
重予摹刻，余庆禅院守坟僧园珍也参
与此事，在禅院法堂之后设“温公神道
碑堂”，将断碑四块、哲宗题额及王庭
直跋《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分六
石嵌于四壁——因了此番功德无量之
义举，王县令被“祀名宦”，被当作名宦
来祭祀。

要说明的是县志中所记近百位知
县，其中不乏庸官、贪官，但多数官声
不错，有其“宦绩”佐证。

时过境迁，他们已走向历史的深
处，只留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甚至
完全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我们没
有理由遗忘他们，毕竟这些知县在我
们脚下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洒下过辛
勤的汗水。


